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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
———基于贫困治理的实证研究

李　 琴　 岳经纶

【摘要】作为数字时代政府改善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
响公民社会福利权尤其值得关注。论文以信息技术在Ｇ省贫困治理中的应用为
例，剖析信息技术应用影响社会福利权实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技术
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应保未保”问题，造成贫困群体社会福利权的旁落。
在个体层面，迫使贫困群体不得不在社会福利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做出选择；
在技术层面，遭遇“数字边缘化”的贫困群体被排除在信息化福利体系之外；
在社会层面，“数字标签化”强化了贫困群体的“福利污名”，加剧其心理障碍
从而放弃社会福利权；在制度层面，扩大了制度排斥的覆盖范围，造成福利权
的“强制性缺失”。该研究为信息时代的社会福利权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
论维度，也为政府在推进数字治理进程中更好地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权提出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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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深刻
改变了人类获取信息、通信交流和组织活动的方式，并加速向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深度渗透。与此相应，信息技术应用向公共治理领域延伸以提升国家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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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信息技术具有的可连接性、可访问性、交互性和外源
定制性等特性（邱泽奇，２００５），能够帮助政府部门克服地理距离上的鸿沟，推
动部门间的远程合作、数据共享和协同办公（Ｍ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１），进而改变政府组
织结构和运行方式，提升治理效率和质量。从电子政府到移动政府，再到数字
政府，信息技术创新为公共治理创造出无限可能，技术与治理之间不断融合互
动，激发出强大的变革动力，带来社会治理创新（谭海波等，２０１５）。党的十九
大做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
的各个环节，积极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推动政务标准化及促进
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和不同区域政府的数据共享（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８）。信息
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深度应用，成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
实支撑。

贫困治理是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实践领域。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
可以有效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提高政
府公信力，从而有效提升扶贫济困的政策效果。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信息技
术在提升政府贫困治理能力的同时，也会对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带来冲击。

本文以低保政策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自低保制度建立以来，平均保障标准
逐年增加，低保覆盖率和低保人数却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持续大幅度下降。本文从低
保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标提量减”现象出发（岳经纶、胡项连，２０１８），发现
以“居民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是低保覆盖人数开始大范
围降低的起始节点。当前，信息技术应用使得低保的资格审查更为精准，一批
不符合规定的低保户被清理出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应保而保”的瞄准
问题，大大降低错保率。但是，在现有的偏重家庭收入而忽视家庭支出的低保
标准下，信息技术应用在降低错保率的同时，会否增加漏保率，从而导致一些
本应享有低保福利的居民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安全网之外？换言之，社会救助领
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会否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应保未保”的问题，会否对公民的
社会福利权带来消解效应？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以Ｇ省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
中的应用实践为案例，从个体、技术、社会和制度四个层面分析信息技术应用
影响社会福利权实现的作用机制，以期推进数字时代公民社会福利权的研究。

二、信息技术应用与社会福利权：一个分析框架

（一）社会福利权理论
著名社会政策学者马歇尔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公民权利理论的福利思想家，

他首先提出社会权概念，并形成了以社会福利权为核心权利的完整公民权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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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由公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部分构成，其中，
社会权是指从享有少量的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权利，到充分分享社会遗产并按照
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５０）。福利权是
社会权利的核心，即公民平等享有社会普遍水平的生活的权利，拥有免于贫困
和参与基本社会活动的机会的权利。后来的学者在研究社会福利权问题时大都
借鉴了马歇尔的社会权理论。１９９５年，马卡洛夫在社会权理论基础上，将福利
权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人类需要，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精神或物质的各项生
活需要与社会福利制度间的关系（Ｍａｃａｒｏｖ，１９９５）。

社会福利权理论包含公民拥有平等享有福利之权利和国家拥有满足公民福
利权之责任的双重意涵（彭华民，２０１２）。福利权理论的出现，一方面，让每一
个贫困者能够理直气壮地向国家要求福利给付而不会感到窘迫和羞耻，因为他
们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待遇不是一种给予穷人的慈善救济，而是公民应享有的不
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公民获得社会福利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政府对贫困
者的福利给付不再是任意武断的裁量行为，因为这不是政府的慈善与施舍，而
是国家对人民必须履行的责任（彭华民，２０１２）。因此，社会福利权理论推动了
福利制度的建立，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政治道德根据。在福利权理
念下，个人对国家拥有了福利的要求权，而国家也必须建立福利保障制度来履
行对公民的福利责任。福利权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了保障，追求社会平等和
社会正义成为社会福利至上的道德目标（钱宁，２００４ａ）。

美国学者苏黛瑞将福利制度分为基于回应性的援助、权利的援助、改造的
援助三类，基于回应的援助只是将援助和补偿受助者作为一种手段；基于权利
的援助是为了保护受助者的基本权利；基于改造的援助希望通过重塑或彻底将
受助者予以改造，从而使整个国家系统受益（苏黛瑞、周凤华，２０１３）。目前，
我国的福利供给事实上是“基于回应的援助”，是一种消极被动回应而非积极主
动赋权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逻辑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
被动反应，是一种被动的基于必要性的福利体系（岳经纶、斯坦·林根，
２０１４）。我国城市低保政策的创立之初是为了保障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
维护社会稳定，其目的是追求社会福利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而不是微
观层面上个人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融合（曾群，２００６）。因此，这种非
赋权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难以全面实现公民的社会福利权，特别是贫困者的
社会福利权将面临缺失和旁落的风险，而信息技术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这一风险。

（二）数字时代与社会福利权
２０世纪末，随着欧洲福利国家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信

息及通信技术应用与贫困治理的关系，主要聚焦在信息化的减贫效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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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ｎｎｙ，２００２；Ｐｉｇａｔｏ，２００１）；也有学者开始研究数字技术的排他影响，通过
使用“数字鸿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和“数字不平等”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等术
语，展示了公民在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的差异如何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Ｎｏｒｒｉｓ，２００１；Ｒａｇｎｅｄｄａ ＆ Ｍｕｓｃｈｅｒｔ，２０１８）。与此同时，却少有学者研究信息
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公民社会福利权的实现（Ｐｏｌｌｉｔｔ，２０１１）。事实上，学者和政
策制定者往往倾向于将信息技术去政治化，把它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
淡化其背后的政治意义和产生后果（Ｈａｌｌ，２００８）。然而，当前这种忽视所产生
的“数字排斥”（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和“数字边缘化”（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结
果尤为突出。综观国内外文献，鲜有学者将信息技术应用与社会福利权联系起
来深入分析，更尚未进入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带来冲击的反思阶段。本
部分将从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正面促进及负面消解两方面影响进行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解释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影响机制
１ ． 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实现的正面促进
从政府视角看，信息技术应用于贫困治理，提高了决策的精确性、科学性

和预见性，让贫困治理从经验化进一步走向科学化；提高了贫困人口识别精准
度，增强了救助执行的瞄准精度和执行效果；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减少了各环
节的人为干预，压缩了权力的寻租空间。从公众视角看，通过“技术赋权”，畅
通了民众参与及表达的渠道机制，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促进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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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的互动，改变了民众“被沟通”的模式（樊博、陈璐，２０１７），提升了
民众特别是被救助者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总的来看，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不仅加快了国家贫困治理
现代化的步伐，也逐步塑造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使得
政府施政更科学、政策执行更规范、民众表达更民主、社会参与更广泛、救助
效果更精准、贫困者享受救助更公平，有效保障了公民的社会福利权。
２ ． 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负面消解
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公民更好地实现社会福利权的同时，也

对社会福利权带来冲击，甚至造成福利权旁落。所谓福利权旁落，是指公民因
缺乏进入政府提供的福利体系的能力、担心“福利污名”和被“制度排斥”等
原因主动或被动放弃福利权，使得本应从政府获得的福利权落空，影响了福利
权的充分性和真实性（杨芳，２０１５）。

从环境视角看，在信息时代，传统以人为基础的管理方式被电脑以及数据
所取代。标准化、程式化、数字化的管理掩盖了社会救助管理中的人际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关系逐步让位于人与机器之间的冰冷互动（杨立雄，２０１８），
民众再难感受到人文主义关怀。更有甚者，信息技术内在的简单化和模式化要
求与社会环境的复杂现实及特殊情境之间的矛盾导致救助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
差（王雨磊，２０１７），致使本应享受救助的贫困者被排除在救助门槛之外。

从技术视角看，技术能力低下的贫困者被限制了在信息时代下获得福利的
权利。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贫困群体要么没有进入官方福
利体系的权限，要么没有进入这些领域的能力（Ｓｃｈｏｕ ＆ Ｐｏｒｓ，２０１９），他们享
有社会福利的权利将很大程度取决于使用政府提供的信息化系统的能力
（Ｈｅｎｍａｎ，２０１０）。这不仅对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公民权利产生了冲击，而
且意味着已经被社会排斥的贫困群体又被技术进一步推到福利制度的边缘。

总而言之，信息化趋势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平等现象，忽视了社
会环境中人际互动的复杂性与特殊事件的情境性，剥夺了“技术贫困者”进入
信息化福利体系的机会，加剧了福利差异和不平等（李迎生等，２０１７）。笔者从
个体、技术、社会、制度四个层面来阐述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负面消
解作用。

（１）个体层面：冲击隐私权。隐私权最初由美国学者沃伦与布伦迪斯在
《隐私权》一文中提出，指出隐私权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它体现了个人的自
决、自我控制、尊重个性和人格发展的价值（Ｗａｒｒｅｎ ＆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１８９０）。隐私
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包含两个基本权利，即公民拥有处理生活领域
中因私涉及的个人信息的权利，以及拥有禁止他人干涉和知悉这些私人信息的
权利（刘克江，２０１８）。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公民隐私权正面临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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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挑战。西方学者马森早在１９８６就已经预见到信息技术发展对个人隐私权带
来的挑战，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监视、通信、计算、存储和检索的能力，
并被广泛用于追踪、搜集、分析和利用个人信息，这些无疑会对我们的隐私权
造成威胁（Ｍａｓｏｎ，１９８６）。在信息时代下，发生在网络空间的隐私权侵权行为
更隐蔽、传播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

以贫困治理为例，为了提升目标瞄准精度，政府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跨部门
的信息核查中，全方位搜集贫困群体的个人信息，客观上冲击了对贫困群体的
隐私权。可以说，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造成了社会福利权和隐私权
的对立，使得贫困群体不得不在社会福利权和个人隐私权中做出选择。然而，
隐私权与社会福利权同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二者密切相关。贫困者同其他人一
样，应该享有充分的隐私权等基本权利（钱宁，２００４ｂ），而不是为了获得福利
救助而被迫放弃隐私权。

（２）技术层面：“数字边缘化”。人们由现实生活向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线
上生活转变，信息已成为数字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信息获取、处理、应用、
分析能力的差异所形成的“数字鸿沟”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经济、文化、教育
等领域。“数字鸿沟”一词来源于１９９５年美国电信管理局的调查报告———《在
网络中落伍：一项关于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该报告发现“信息穷人”和
“信息富人”之间差距很大，且有扩大趋势（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ｏｖａｋ ＆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
２０００）。斯图亚特将社会分层理论引入到数字鸿沟研究中，认为数字鸿沟就是信
息技术所反映的社会分层现象（Ｓｔｅｙａｅｒｔ，２００２），人们占有信息的差距导致了
社会阶层的分化。数字鸿沟实质上是由于人们在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上存在差
距而产生的信息贫富分化问题，从而带来了一种新的贫困———“信息贫困”。信
息贫困是受经济贫困影响无法占有信息资源及利用技术设备来满足自身发展的
一种信息边缘化状态，其本质是与现代化隔离，与信息技术隔绝，成为信息时
代的“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Ｓｃｈｏｕ ＆ Ｐｏｒｓ，２０１９）。

这一状况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而言尤为突出。他们普遍缺乏信息
社会下所必需的工具、知识与技术，被隔绝在信息化社会福利体系之外。随着
政府信息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子政务、政务ＡＰＰ、“办事一网通”等各种数字
化便民手段愈加普及。但对缺乏基本硬件、知识与技术的贫困群体而言，信息
革命带来的不是便利而是困难。他们或者因为无法及时获取政府部门发布的网
上通知而错失申请的时机，或者对网上办理等一系列复杂流程望而生畏，无从
下手。因此，本以便民为目的的信息技术应用反而加剧了贫困群体被动失去社
会福利权的可能性，带来“数字边缘化”。

（３）社会层面：“数字标签化”。长期以来，人们都将社会救助视为政府仁
慈的、恩赐的举动，而没有意识到获得救助是公民应有的福利权利。因此，一
旦接受了福利救助，就往往被标签化为“无能者”，也就意味着一种耻辱或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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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被主流社会鄙视为“不正常的人”，从而造成“福利污名”。蒂特马斯很早
就指出采取目标定位策略的福利政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耻辱感问题（Ｔｉｔｍｕｓｓ，
１９６８）。阿特金森、布鲁姆伯格等学者在分析英国救济金制度时指出，领取以收
入审查为基础的福利金让领取者感到耻辱，觉得被社会排斥，很多人因为耻辱
感（ｓｔｉｇｍａ）而放弃领取（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８；Ｂｌｏｍｂｅｒｇ ＆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１９９９）。“福
利污名”是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标签，被贴上标签者由此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
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

信息时代下，“数字标签”正逐步取代人们传统、刻板的“印象标签”，成
为新的“贴标签”形式。个人的姓名、收入、爱好、交往圈子，乃至行为变化
和思想观点，都被数字化为一个个的标签符号存储在大数据中。数字化的标签
通过人工智能和算法分类，堂而皇之地把民众分成三六九等，并圈定在固定的
阶层中。以贫困治理为例，社会救助的标签效应是福利污名的一种，申请者往
往会被贴上“贫困户”“吃低保”等负面标签，在享受救助时需要付出一定的
代价，甚至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尊严和隐私（洪大用，２００５）。在数字时代，社会
救助的网上申请、网络公示等环节为申请者贴上了“贫困”的“数字标签”，
而网络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数字标签”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传播影响被
无限放大，客观上加剧了贫困的“污名效应”。可以说，社会救助本身的标签效
应带来了“福利污名”，而标签的数字化又加剧了这种污名，使得本就犹豫不决
的申请者彻底放弃了申请，甚至导致已经受益的受助者因担心“福利污名”扩
散而主动退出救助，造成社会福利权旁落。

（４）制度层面：强化福利排斥。福利排斥产生于福利政策的差等正义，即
决策者或执行者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背离其应恪守之公共性、公正性与合法性
铁律，对不同群体、阶层或不同地区施行双重或多重标准（黄健荣，２０１３）。福
利排斥不仅会剥夺不具有某种资格的个人的社会福利权，有时也会将具有某种
资格的个人排斥出福利制度保障体系之外（曾群、魏雁滨，２００４）。因此，福利
排斥是对拥有公民身份的个人所享有的社会福利权的否定，是导致公民权利贫
困的根源。

作为反贫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制度被视为保障贫困群体基本
生活的“安全网”，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福利悖论”，本为解决
贫困而设计的救助制度反过来却固化与强化了贫困。究其原因，各地政府在制
定社会救助制度时加入了排斥性条款，以户籍身份、过往行为等为标准，将符
合排斥条款的贫困者拒之门外，而这些贫困者可能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真正需
要救助的群体。因而，政策主导者在福利政策安排中以身份等标准作为获得福
利政策的依据，使得个人被排斥在福利体系之外，无法获得平等的福利提供
（钟裕民、陈侨予，２０１５）。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贫困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制度层面的福利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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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排斥一般具有地域性特征，即排斥性条款的生效范围往往局限于一个地区
内。在地区外，由于区域壁垒、部门壁垒和信息壁垒的存在，排斥性条款的政
策效力难以溯及，使得这些贫困者成为排斥性条款下的“漏网之鱼”。然而，大
数据应用让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资格审查成为可能，客观上扩大了地方
性排斥条款的覆盖范围，使得那些原本难以被追溯到，但符合排斥性条款的受
救助者被轻易查到，从而失去被救助资格。数字时代下的排斥往往会强化现有
的制度和福利排斥形式，甚至可能导致出现新形式的社会排斥，使得已经处于
劣势的贫困群体遭遇到新的包容障碍，这不仅违背了权利的平等性原则，也导
致福利权的“强制性缺失”。

三、信息技术应用与贫困治理：Ｇ省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２００１年出台《全国民政系统信息化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发展规划纲要》，大力推动民政信息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信息化改革
提速，在《“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和《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等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民政部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先后出台《关于统筹推进
民政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互联网＋民政服
务”行动计划》等，通过“互联网＋民政”提高民政管理业务水平和信息化水
平，“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推动传统民政向现代民政转型。根据
《指导意见》，到２０２０年，部本级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将达到１００％，省级民
政部门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民政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率达到８０％以上，形成民政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和服务网络。

Ｇ省民政部门积极推动民政政务信息化改革，其信息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
一方面，积极推广民政网站、民政微博、“Ｇ省民政”“Ａ市民政”微信公众号
和“Ｙ省事”政务服务ＡＰＰ等信息化平台。另一方面，为精准识别贫困人口，
以便将有限的资源准确投放到真正需要的群体身上，Ｇ省大力加强居民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

（一）民政信息化平台

Ｇ省民政系统除了推广民政官网、民政微博等信息化办公手段外，还通过
“Ｇ省民政”“Ａ市民政”微信公众号以及“Ｙ省事”ＡＰＰ等信息平台开展办公，
包括低保申请、查询等相关事项都可在信息平台办理，极大方便了居民办事。
以“Ａ市民政”公众号为例，开设了“信息发布”“办事大厅”“常用查询”三
大板块，基本涵盖居民日常办理的所有民政事务，使得居民不用再跑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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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动动手指通过手机办理即可，方便高效。

（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

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是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以下简称
“核对信息系统”）为基础开展信息化核对，在准确核定居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基
础上，把联网核查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精准识别申请对象，解决在社会救助
实施过程中救助家庭收入核算难、救助对象认定难的瓶颈，有效遏制在救助对
象认定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并在制度上防止“微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做到应
救尽救、应扶尽扶、应退尽退，实现社会救助的公开、公平、公正（肖文卫，
２０１８）。

２００９年，民政部印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核对
试点单位的通知》，在上海等城市率先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工作，随
后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２０１８年，民政部印发《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部省
联网查询办法（试行）》的通知，推动全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系统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跨省查
询，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信息化步伐又向前迈出一大步。

Ｇ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２００９年，Ａ市入选全
国首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试点城市；２０１１年，Ｃ市入选第二批试点城
市；２０１３年，Ａ市民政局获得民政部“全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工作优
秀单位”的称号。同年，Ａ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成立，建立起一支约
４００人的专业化核对工作队伍。与此同时，Ａ市投入９００余万元分三期建设了Ａ
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实现与民政、公安、工商、人社、国土房
管、国税、地税、住房公积金中心等８个政府部门以及１４家主要商业银行存款
的信息共享，实现对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户籍、婚姻、生存状况、车辆、就业、
社保、工商登记、房产、纳税、公积金、银行存款等信息的在线核查。现代化
的核对工作信息网络，以及高素质、专业化的核对工作机构队伍，为Ａ市居民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提供了科学、高效的信息化手段，也为Ａ市社会救助工
作的公平公正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诚然，以“核对信息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提高了
治理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应保而保”的瞄准问题。但
与此同时，是否会将真正的贫困者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应保未保”
问题呢？这是本文的讨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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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影响机制

本文针对Ｇ省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实践展开实证研究，以省内的
Ａ市和Ｃ市为案例。Ｇ省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人口和经济大省，信息技术基
础设施完备，信息技术应用广泛，信息化程度位居全国前列，较有代表性。笔
者长期关注Ｇ省贫困治理实践，在搭建好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至２０１９年２月份对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区民政局的４名民政官员、１２名街道
和社区的低保一线工作人员，以及１３名低保对象、４名低保申请者和５名普通
居民，共计３８位访谈对象进行调查研究。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依
据访谈大纲进行，询问被访者对“核对信息系统”应用的看法，以及对在申请
与核查过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感受等问题。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强调当
事人的经验和感受，从调查对象本身而非研究者角度了解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
福利权的冲击，使弱势群体的经验和声音有机会得到呈现。结合实地调查，本
部分从个体、技术、社会、制度等四个方面剖析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
影响机制。

（一）个体层面：冲击隐私权
在“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个人隐私最终被全面转化成为数据，而隐

私数据同普通数据一样能够不断地被重复二次利用，在此过程中，隐私权很难
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在“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海量的数据存储、跨部门
的信息交换和高效的数据挖掘，使得民众更多、更私密的个人信息毫无保留地
被挖掘出来，大至经济状况、房产信息、银行存款，小至消费习惯、日常踪迹、
行为癖好等在大数据技术面前全部无所遁形，隐私泄露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
种常态（杨彪，２０１５），而这种风险对贫困群体来说尤为明显。

在通过信息化系统申请社会救助的过程中，贫困群体往往面临资格审查带
来的极大的隐私泄露风险，甚至有时为了得到救助而不得不放弃个人隐私权。
他们被置于选择隐私权还是福利权的两难处境，为了获得福利，不得不在信息
技术面前“赤身裸体”，失去尊严。

以Ａ市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为例，Ａ市核对信息系统实现了对申请人及家庭
成员的户籍、婚姻、生存状况、车辆、就业、社保、工商登记、房产、纳税、
公积金、银行存款等信息的全方位核查。相比于以往的人工核查，跨部门、跨
区域、跨层级的“核对信息系统”使得申请者更多的个人信息被毫无保留地暴
露出来。信息系统的技术安全漏洞，以及部分低保工作人员薄弱的隐私保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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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低下的业务素质，对低保户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带来严重风险。例如，Ａ市
的两个社区在政务微博中公开低保者前来咨询的照片信息，忽视了对低保者个
人隐私权的保护和尊重；Ｃ市民政局将低保公示名单长期挂在网上，由于网站
更新不及时，名单在网站上的公示时间远远超过了政策要求时限；Ｃ市某社区
工作人员职业素养不足，将该社区一低保申请者的个人信息作为八卦谈资传播，
给当事人造成极大困扰。

调研发现，被访者在被问及是否担心个人隐私受到“核对信息系统”审查
的威胁时，反应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隐私权利意识淡薄，尚未意识到该系统会
对个人隐私产生威胁，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多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
意识到了该系统对隐私权的挑战，但在执行者层面却将福利权与隐私权对立起
来，迫使申请者只能在两者中择其一。

在第一类群体中，部分被访者完全没有意识到“核对信息系统”会对个人
隐私权产生威胁，认为通过该系统进行信息核查是正常的政府行为，不涉及隐
私权。

通过“核对信息系统”进行资格审查，这是在低保政策中明文规定的，是
很正常的政府行为，我们完全是依照规章制度在办事。我不觉得这对个人隐私
权有什么影响。（Ｃ市低保工作人员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ＷＣＰ）

还有部分被访者则认为信息核查经过了当事人授权，就不会产生侵犯隐私
权的问题。按照政策规定，申请者在申请低保时必须填写授权书，授权核对机
构对全部收入和财产进行核查，否则申请不予通过。然而，这是申请者在并非
出于主动自愿，而是在政府强势要求下被迫做出的妥协行为，这种授权的合理
性是否存在问题，笔者认为还值得进一步商榷。

信息核对工作要事先征得申请者的授权，都是要签授权书的。如果不签，
那就肯定不能申请低保。我们是在得到他们授权后才进行核查，这是非常规范
的流程，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根本不可能侵犯他们的个人隐私权。（Ａ市低保工
作人员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ＧＨＪ）

在第二类群体中，申请者有意识到“核对信息系统”可能对他们的隐私权
带来威胁，但也毫无办法。甚至有部分民政官员和基层低保工作人员将隐私权
和福利权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不能并存，迫使申请者只能二者择其一。

想要救助就得接受我们的审查，这是硬规定，想要隐私权就别要救助。
（Ｇ省民政官员２０１８１２１９ＨＣＰ）　

这种情况下，申请者往往选择获取救助，而不得不放弃个人隐私权。
现在的联网核查很厉害，什么个人信息都能被查到。虽然涉及个人隐私，

但这是政府的规定，我们也没办法。隐私权离我的生活太远了，申请到低保才
是最重要的，毕竟全家吃饱饭才是大事。（Ｃ市低保户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２６Ｍ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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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的“核对信息系统”对低保申请者的个人隐私权带来了威胁，加
之部分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利意识不强，造成福利权和隐私权的对立，
迫使申请者为了得到政府救助而不得不放弃个人隐私权。

（二）技术层面：“数字边缘化”
民众对信息社会的接触时间和信息占有差距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无法

顺利使用信息技术的贫困群体难以参与创造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的
文明成果，从而陷入“信息贫困”，面临新的社会排斥形式。在数字时代下，处
于“信息贫困”边缘的群体被称为“数字低下阶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
（Ｈｅｌｓｐｅｒ ＆ Ｒｅｉｓｄｏｒｆ，２０１７）。“低下阶层”原指异于主流社会阶层的，具有偏差
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穷人阶层（Ｇａｎｓ，１９９５）。在阶层高度分化的社
会，穷人缺乏有效参与社会主要机制的途径，而逐步形成一种自我应对贫穷的
生活方式，即贫穷文化，这种异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会产生代际传递，
使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年青一代也丧失以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生活的机会。
“数字低下阶层”是指那些习惯于“去信息化”的生活方式、缺乏有效融入主
流信息化社会的途径的“信息贫困”群体。

一方面，处于“数字低下阶层”的贫困群体往往由于经济水平限制而缺乏
购买数字产品及服务的能力，缺少融入信息社会的硬件条件，从硬件层面被
“数字边缘化”。

我家没有网络，也买不起新手机，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政府在网上公布
的消息我都不知道。（Ｃ市低保户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２８ＮＬ）

另一方面，贫困群体即使在硬件上有条件接触网络，但身处“数字低下阶
层”的他们由于知识水平限制而缺乏获取信息的能力，甚至缺乏接触新知识的
意愿，与主流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不会实名注册，不会网上申请，不会
使用ＡＰＰ，因而在信息化进程中失去了知悉政府发布的相关救助政策的窗口，
失去了平等享有政府提供的救助安排的权利，失去了对救助表达意见的权利，
从软件层面被“数字边缘化”。调研发现，不少低保申请者和低保户因为无法及
时获取民政部门网上发布的相关信息而错失了领取低保的机会。

我不会上网，政府在网上公布的消息我都不知道。低保每半年要重新申请
一次，我是听别人说才知道的，再去申请已经过了时间，被踢出来了。再重新
申请拿到低保金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那三个月没有领到低保金日子过得真的
很辛苦。（Ｃ市低保户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２７ＨＢＢ）

部分低保工作人员也意识到“数字边缘化”的问题，有些好心的工作人员
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信息贫困”的申请者予以帮助，但多数情况下，由
于本身繁重的工作任务，他们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面面俱到帮助所有人。

０９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现在使用电子政务和政务ＡＰＰ，确实方便了很多，但对来领低保的那些大爷
大妈却带来了麻烦。他们基本都不会上网，无法在我们的网站看到最新政策信
息，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帮他们讲解和操作，但很多时候我们工作都非常忙，没
有办法帮到他们。（Ａ市低保工作人员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ＹＴＴ）

可见，数字时代下的“数字低下阶层”因为缺乏有效参与信息化社会机制
的基本技能和途径，被隔离在技术壁垒的高墙之外，从而被主流社会排斥。在
一定意义上，信息技术应用带来了“数字不平等”，不仅没有很好地为贫困群体
“赋权”，反而使得已经处于福利边缘的他们面临进一步被排除在外的风险，造
成社会福利权的被动剥夺和净流失（杨嵘均，２０１８）。

（三）社会层面：“数字标签化”
在信息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默认将公民定义为“数字人”，这

种强制性数字化不可避免地为公民贴上了“数字标签”，产生了新的排斥效应
（Ｓｃｈｏｕ ＆ Ｐｏｒｓ，２０１９）。当前，个人的一切信息都被数字化为标签符号进行存
储，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被划分为不同的“朋友圈”。而以默认使用“数字标
签”为前提的政策走向，让贫困群体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污名化”风险。

以低保政策为例，“污名化”往往发生在包括入户调查、公示等程序在内的
家计调查环节。家计调查本质是把社会分为“施予者”和“接受者”这两个不
同的群体，“接受者”在选择性救助中的“身份”认定本身就伴随着耻辱感，
成为形成福利污名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生存权对“尊严”的挤出现象（李琴、
岳经纶，２０１９；祝建华、林闽钢，２０１０）。而信息技术应用于低保实践中，则会
放大家计调查中的污名效应。特别是在公示环节，“网上公示”使得低保申请者
被贴上了“贫困户”“受助者”的数字标签，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传播影
响力都呈几何级数地被放大。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民政部门采取将低保公示名
单长期挂在网上、在政务微博中公开低保户照片等做法，扩大了公示时长和范
围，加剧了“污名效应”。“低保户”的标签使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失去
了平等性，使其日常生活陷入污名化，甚至被社会所排斥。面对“贴标签式”
的污名化对待，不少低保申请者产生了退缩心理。

早些年我家生意失败欠人钱，现在生活非常困难，需要申领低保，但看到
低保申请还要网上公示，让那么多人知道我们家穷，我就不太能接受，怕被别
人笑话。贴上“低保户”的名字会让我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现在还在犹豫
要不要申请低保。干脆不申请了，咬紧牙过日子吧，至少心里舒坦。（Ｃ市低保
申请者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２０ＧＬ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有新闻报道有人以“吃低保”为荣，但是，我们
在调研中还是发现绝大部分贫困家庭认为吃救济是不光彩的事，不愿将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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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贫困的现状展示在公众面前，加之对“网上公示”的担忧，使他们宁愿勒紧
腰带过日子，也不愿申请低保。

另外，调研发现，“数字标签”的污名效应对低保家庭的青少年影响尤其
大。低保家庭往往担心这种扩大的“污名”会让孩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产
生自卑、自闭等负面情绪，甚至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从而为了孩子不
得不放弃低保。

低保网上公示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的家庭状况，我特别担心网上的消息会
不会传到学校里，“低保户”的标签会让我的孩子上学时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
我们本身就是单亲家庭，为了不要孩子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我打算不要
低保了。（Ａ市低保户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ＫＭＮ）

可见，全面联网的“核对信息系统”在低保实践中的推广应用，往往会将
申请者贴上“数字标签”，而“数字标签”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
影响力大的特点，客观上扩大了“福利污名”，使得部分贫困者出于自身羞耻感
和下一代健康成长等方面的考虑，不得不主动放弃社会福利权。

（四）制度层面：强化福利排斥
福利提供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就是平等，但福利排斥却造成了同样拥有社会

公民身份的贫困者遭到不平等的对待和权利剥夺，使其在心理上产生很强的
“被欺骗感”和“被抛弃感”（李保平，２００８）。这不仅是对公民福利权利的剥
夺，更是对弱势群体施加的“结构性暴力”（约翰·加尔顿，２００６）。

以低保为例，各地政府出台的低保制度和实施办法中或多或少存在排斥性
条款。在资格审查环节，某些地方政策会将某些表现出特定类型行为的社会成
员排除于低保体系之外。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凡有违反法律规定行为的公民不
能享受救助待遇，即所谓的过错排斥；有的在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将那些存
在“赌博”“酗酒”“超生”甚至“过去农业税费缴纳不及时”等“不良行为”
的社会成员首先排除在低保门槛之外（李棉管，２０１７）；有的地方规定“拥有
超过３０００元以上的非生活必需高档消费品” “养狗养宠物” “孩子自费择校”
等“高消费行为”者不予保障，对低保对象做出种种严苛限制。

信息技术在民政领域的广泛应用则可能强化本已存在的福利排斥，客观上
扩大了福利排斥的范围。在低保政策中，排斥性的制度和执行一般来自于地方
政府的政策安排，且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部门性。信息化改革之前，区域壁垒
和部门壁垒的存在使得低保核查很难跨区域、跨部门地深入开展，导致很多的
排斥性制度条款因此受限并未发挥实际作用。这种信息壁垒的存在反而成为那
些本应被不合理制度排斥在外的贫困者的“保护墙”，使得他们成为制度排斥下
的“幸存者”。但随着“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的应用与推广，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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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联网和跨部门、跨区域的全面核查，打破了部门和区域间的信息壁垒，客
观上使得排斥性制度的效力和范围得到强化和扩张。排斥性制度开始真正发挥
作用，将那些漏网的“幸存者”及更多的贫困者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

“低保户买社保”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调研发现，在Ｇ省Ｃ市，低保户如
果自费参加城市居民社会保险，每月所缴纳费用将超过低保标准，会因此被取
消低保。笔者认为，这种条款的合理性值得商榷，社保是对个人未来生活的一
种基本保障，是政府应该支持与鼓励的行为。政府因低保户买社保而取消其低
保资格，是“短视”的行为，是对公民社会福利权的剥夺。

按规定，低保户买社保的话，每月所缴的费用肯定会超出低保标准，会被
取消低保。虽然我知道他们家确实非常困难，也符合吃低保的标准，但我确实
没办法，政策规定就是这样，我给他通过了，我就要负责。（Ｃ市低保工作人员
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２６ＬＪＮ）

在“核对信息系统”上线前，低保工作人员在核查时难以跨部门从社保部
门查询到相关数据，导致很多购买了社保的低保户依然可以享受低保。但“核
对信息系统”上线后，跨部门数据实现共享，工作人员可以一键查到低保户购
买社保的信息，导致购买了社保的低保户被取消低保资格。可见，“核对信息系
统”事实上强化了此类条款的排斥性效力。部分基层低保工作者也认识到了信
息化带来的强化福利排斥的负面作用，但也无能为力。

以往的核查中，社保信息是查不到的，所以即使我们知道他们买了社保，
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毕竟他们其他方面是完全符合低保标准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身份证号在核对系统上一输入，银行、社保、车辆等所有的
个人信息就都自动显示出来了，买了社保就必须取消低保，我们想帮他们都帮
不到。（Ａ市低保工作人员访谈记录：２０１８１２２６ＣＨＦ）

此外，在调研中还发现，在实现了跨区域、跨部门的联网核查后，一些排
斥性制度还带来了许多其他问题。“核对信息系统”的标准化和“一刀切”特
点，挤压了救助管理中的人际沟通空间，在某些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具体情
境下，难以精准识别真正的救助需求，导致贫困者被排除在低保门槛之外。

我要申请低保，但被系统查到我有工商登记，说政策规定有工商登记就不
能申请低保。但我的工商登记是１０年前办的，现在公司早已倒闭了。他们让我
去注销登记，可是当时的合伙人也不知道去哪了，我一个人无法注销。市局让
我登报声明注销登记，等我声明完区民政局说这个没有法律效力，需要工商局
出证明。工商局先说他们没有这项业务，后来又说出证明可以，要补齐这些年
的年检费，算下来要一万多，我哪有那么多钱，最后不了了之了。可是家里生
活很困难，还要付孩子的学费，全家就指望着能申请上低保呢。（Ｃ市低保申请
者访谈记录：２０１９０１０９Ｌ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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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全面联网的“核对信息系统”客观上强化了制度层面的福利排斥，
使更多家庭因不合理的排斥性条款而被排除在低保之外，从而剥夺了他们本应
享有的社会福利权。

五、结论与反思

本文以Ｇ省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应用为案例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以
“核对信息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应保而保”
的低保瞄准问题，但同时也会加剧“应保未保”问题，造成居民的社会福利权
旁落。本文从四个层面探讨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消解作用：从个体层
面看，信息技术应用对申请者和被救助者的个人隐私权带来了威胁，造成福利
权和隐私权的对立，迫使申请者为了得到政府救助而不得不放弃个人隐私权；
从技术层面看，信息技术应用使得处于“信息贫困”状态的贫困群体被“数字
边缘化”而沦为“数字低下阶层”，被技术壁垒排除在信息化福利体系之外，加
剧了其被动放弃社会福利权的可能性；从社会层面看，信息技术应用的“数字
标签化”强化和扩大了被救助者的“福利污名”，加剧了他们申领救助的心理障
碍，导致他们主动放弃社会福利权；从制度层面来看，信息技术应用实现了跨
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资格审查，客观上强化了制度上的福利排斥，使得更
多家庭因不合理的排斥性条款而被排除在社会救助之外，造成福利权的“强制
性缺失”。

总的来看，信息化应用造成了“数字不平等”现象，对居民社会福利权造
成消解效应。但是，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不能因为信息技术对社会福利权的负
面影响而放弃应用，而是应结合当下现实将之作为一种技术治理手段而非唯一
的治理体系来应用，要更全面深入理解信息化革命对社会治理的深远影响，同
时也要警惕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

笔者建议从以下两方面来减轻信息技术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冲击。一是转
变贫困治理思路。信息技术在贫困治理中的运用后果，与贫困标准的界定密切
相关。在我国，由于低保标准是由收入决定，信息技术应用将依据申请者的收
入情况来排除不符合者，在做“减法”，这会导致很多收入超标但支出很大的家
庭被排斥在外。笔者建议政府改进对贫困的定义，要有多维贫困的思路，在信
息技术的支持下，根据申请者的家庭支出情况来自动将其纳入低保范围，尝试
做“加法”，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贫困者被自动纳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
保”的理想目标。总之，要摒弃利用大数据来否定公众社会福利权的技术应用
倾向，主动利用信息技术来保障公民的福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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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应用大数据助力贫困治理的同时，着力改变目前低保的“严进宽惩”
模式，以平衡大数据应用对社会福利权的消解。笔者建议借鉴香港综援制度的
“宽进严惩”模式。香港综援制度准入门槛低，由申请者自愿提供申请信息，政
府信任申请者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虽然有技术支持，但是不采取强制
资产核查。这种举措既保护了申请者的个人隐私权，也充分保障了其社会福利
权。但与此同时，政府加大对“骗保”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被举报者，在法
律范围内进行全面核查，一旦确认属于故意欺骗行为，则提起司法诉讼，使其
承担法律责任，大大提升了“骗保”的成本。当前，内地地方政府对于骗保行
为，往往是简单地取消低保资格，而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建议完善相应的
惩罚机制，让恶意骗保者承担法律责任，以确保救助资金真正用于最需要帮助
的人群，避免社会福利权旁落。

参考文献
樊博、陈璐（２０１７）． 政府部门的大数据能力研究———基于组织层面的视角． 公共行政评论，１：９１ － １１４．

Ｆａｎ，Ｂ． ＆ Ｃｈｅｎ，Ｌ． （２０１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１ － １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洪大用（２００５）． 当道义变成制度之后———试论城市低保制度实践的延伸效果及其演进方向．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３：１６ － ２５．
Ｈｏｎｇ，Ｄ． Ｙ． （２００５）． Ｗｈｅ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３：１６ － 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健荣（２０１３）． 当下中国公共政策差等正义批判． 社会科学，３：４ － １４．
Ｈｕａｎｇ，Ｊ． Ｒ． （２０１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４ － 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保平（２００８）． 社会排斥的公共政策机制探源． 社会科学辑刊，４：４０ － ４３．
Ｌｉ，Ｂ． Ｐ． （２００８）．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４０ － ４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棉管（２０１７）． 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
示． 社会学研究，１：２１７ － ２４１．
Ｌｉ，Ｍ． Ｇ． （２０１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１７ －
２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琴、岳经纶（２０１９）． 目标定位、社会建构与福利治理：以城市低保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２：５５ －
６７．
Ｌｉ，Ｑ． ＆ Ｎｇｏｋ，Ｋ． Ｌ． （２０１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ｂａｏ Ｓｃｈｅ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２：５５ － 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迎生、李泉然、袁小平（２０１７）． 福利治理、政策执行与社会政策目标定位———基于Ｎ村低保的考察． 社会学
研究，６：４４ － ６９．
Ｌｉ，Ｙ． Ｓ．，Ｌｉ，Ｑ． Ｒ． ＆ Ｙｕａｎ，Ｘ． Ｐ． （２０１７）．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４４ － 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克江（２０１８）． 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制度完善． 电子知识产权，１１：９５ － １０３．
Ｌｉｕ，Ｋ． Ｊ． （２０１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１１：９５ － １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彭华民（２０１２）． 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 天津社会科学，６：７７ － ８３．
Ｐｅｎｇ，Ｈ． Ｍ． （２０１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７７ － 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９

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钱宁（２００４ａ）． 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 社会学研究，１：４６ － ５２．
Ｑｉａｎ，Ｎ． （２００４ａ）．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Ｉｄｅａ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４６ － 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钱宁（２００４ｂ）． “社区照顾”的社会福利政策导向及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思想战线，６：７０ － ７４． 　
Ｑｉａｎ，Ｎ． （２００４ｂ）．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 Ｃａｒｅ”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６：７０ － ７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邱泽奇（２００５）． 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 社会学研究，２：３２ － ５４． 　
Ｑｉｕ，Ｚ． Ｑ． （２００５）．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３２ － 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苏黛瑞、周凤华（２０１３）． 社会救助的根源：对福利体制、目标与方法之差异的初步思考．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６ － １５．
Ｓｕ，Ｄ． Ｒ． ＆ Ｚｈｏｕ，Ｆ． Ｈ． （２０１３）．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ｅ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Ｔｈｅｉｒ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６ － 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谭海波、孟庆国、张楠（２０１５）． 信息技术应用中的政府运作机制研究———以Ｊ市政府网上行政服务系统建设为
例． 社会学研究，６：７３ － ９８．
Ｔａｎ，Ｈ． Ｂ．，Ｍｅｎｇ，Ｑ． Ｇ． ＆ Ｚｈａｎｇ，Ｎ． （２０１５）． Ｈ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ｔｙ Ｊ．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７３ － ９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雨磊（２０１７）． 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 政治学研究，５：１０４ － １１４．
Ｗａｎｇ，Ｙ． Ｌ． （２０１７）． 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 Ａｉｍｉｎｇ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Ａ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５：１０４ － １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肖文卫（２０１８）． 进一步加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 中国社会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９日第２版．
Ｘｉａｏ，Ｗ． Ｗ． （２０１８）．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ｓ，２ｎｄ ｐａｇ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彪（２０１５）． 信息治理与社会歧视———中国隐私立法的策略与实践． 社会学研究，６：２６ － ４８．
Ｙａｎｇ，Ｂ． （２０１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２６ － 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芳（２０１５）． 福利权视域下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认定． 广东社会科学，４：１９６ － ２０１．
Ｙａｎｇ，Ｆ． （２０１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ｂａｏ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４：１９６ － ２０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立雄（２０１８）． 最低生活保障“漏保”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社会保障评论，２：７１ － ８８．
Ｙａｎｇ，Ｌ． Ｘ． （２０１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ｂａｏ：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１ － 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嵘均（２０１８）． “技术索权”视角下信息弱势体公共服务供给的偏狭性及其治理．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６：１２３ － １３０．
Ｙａｎｇ，Ｒ． Ｊ． （２０１８）． Ｎａｒｒｏｗ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ｉｇｈ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１２３ － １３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郁建兴、高翔（２０１８）．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 浙江社会科学，４：７６ － ８５．
Ｙｕ，Ｊ． Ｘ． ＆ Ｇａｏ，Ｘ． （２０１８）．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Ｖｉｓｉｔ ｆｏｒ Ｏｎｅ Ｉｔｅｍ”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４：７６ － ８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约翰·加尔顿（２００６）． 和平论． 南京：南京出版社．
Ｊｏｈａｎ，Ｇ． （２００６）． Ｐｅａｃｅ ｂｙ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Ｍｅａｎ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岳经纶、胡项连（２０１８）． 低保政策执行中的“标提量减”：基于反腐败力度视角的解释． 中国行政管理，８：７０ －
７５．
Ｎｇｏｋ，Ｋ． Ｌ． ＆ Ｈｕ，Ｘ． Ｌ．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 ｂｕｔ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ｂａｏ：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８：７０ － ７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岳经纶、斯坦·林根（２０１４）． 中国正在建立怎样的福利国家．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７：１ － ２０．
Ｎｇｏｋ，Ｋ． Ｌ． ＆ Ｒｉｎｇｅｎ，Ｓ． （２０１４）． Ｗｈａｔ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７：１ － 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曾群（２００６）． 青年失业与社会排斥风险：一项关于社会融合的社会政策研究． 上海：学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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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ｎｇ，Ｑ． （２００６）． Ｙｏｕｔ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ｃａｄｅｍ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曾群、魏雁滨（２００４）． 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学研究，３：１１ － ２０．
Ｚｅｎｇ，Ｑ． ＆ Ｗｅｉ，Ｙ． Ｂ． （２００４）．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１１ － 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钟裕民、陈侨予（２０１５）． 身份主导型政策负排斥：演变轨迹与形成机理———以当代中国为视角． 探索，
５：１０４ －１０８． 　
Ｚｈｏｎｇ，Ｙ． Ｍ． ＆ Ｃｈｅｎ，Ｑ． Ｙ． （２０１５）．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ｂｅ，５：１０４ － １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祝建华、林闽钢（２０１０）． 福利污名的社会建构———以浙江省城市低保家庭调查为例的研究． 浙江学刊，
３：２０１ － ２０６． 　
Ｚｈｕ，Ｊ． Ｈ． ＆ Ｌｉｎ，Ｍ． Ｇ．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ｉｇｍ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Ｄｉｂａｏ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２０１ － ２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Ｔ． （１９９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Ａ． Ｂ． ＆ Ｊ． Ｈｉｌｌ （Ｅｄｓ．），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ＡＳＥ Ｐａｐｅｒ ４，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ｌｏｍｂｅｒｇ，Ｓ． ＆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Ｊ． （１９９９）． Ｓｔｉｇｍａ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ａｋｅ Ｕｐ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Ｌｉｔｔｌｅｗｏｏｄ，Ｐ． （Ｅｄ．），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Ａｓｈｇａｔｅ．

Ｇａｎｓ，Ｈ． Ｊ．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Ｈａｌｌ，Ｐ． （２００８）． Ｔｈｒ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Ｃａ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Ｉ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１）：２５ － ４４．

Ｈｅｌｓｐｅｒ，Ｅ． ＆ Ｒｅｉｓｄｏｒｆ，Ｂ．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１２５３ － １２７０．

Ｈｅｎｍａｎ，Ｐ． （２０１０）．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Ｄ． Ｌ．，Ｎｏｖａｋ，Ｔ． Ｐ． ＆ 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Ａ． （２０００），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Ｈｏｗ Ｇａｐ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ａ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３）． ｈｔｔｐｓ：／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０８３ － ６１０１ ２０００． ｔｂ００３４１． ｘ．

Ｋｅｎｎｙ，Ｃ． （２００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ｆ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 （２）：１４１ － １５７．

Ｍａｃａｒｏｖ，Ｄ． （１９９５）．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 Ｈ． （１９５０）．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ｓｏｎ，Ｒ． Ｏ． （１９８６）． Ｆｏｕ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０（１）：５ － １２．
Ｍｏｒｔｏｎ，Ｍ． Ｓ．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ｒｒｉｓ，Ｐ． （２００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Ｃｉｖ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ｉｇａｔｏ，Ｍ． （２００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Ｐｒｅｓｓ．
Ｐｏｌｌｉｔｔ，Ｃ． （２０１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ｅｔ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ＩＳＰＡｃｅ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３（２）：３１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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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


